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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明記事」 - 臨濟修緣濟顛和尚 

破帽行吟笑世間，醉歌狂語撼塵寰。 
願憑破戒明真意，不與符壇逐俗班。 
佛火長燃悲智在，偶像林立蔽心端。 
千秋誰解癲狂曲？夢裡猶聞淨土喧。 

淺說道濟 

在華人世界的宗教圖譜中，濟公和尚、道濟、李修緣，是一位最具爭議性的宗教人

物。他既被視為「破戒顯聖」的佛教奇僧，又被後世演義成「瘋癲救世」的民間神明。

然而，正如宗教現象學大師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論，當「神聖透過顯現」入侵平凡
空間時，這空間即轉化為具有方向性、秩序性與意義的聖域，為信眾提供「宇宙中心」

(axis mundi)的定位與精神指向。遺憾的是，濟公的形象卻在民間被大量「戲劇化」、「通
俗化」，甚至流於以世俗化的宗教亂象存在，這似乎是擺下了許多批判與反思的空間。

又如馬克思(Karl Marx)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所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並非
單純的否定，而是指宗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人們麻痺現實痛苦的慰藉。濟公信仰在

民間的普及，正是因為他體現了對權威的反叛與對弱勢的關懷，為底層百姓提供了心靈

寄託。然而，當這種信仰精神被異化，淪為一種功利主義的交換時，便從神聖的慰藉，

退化為一種對神蹟的盲目追逐。信徒不再尋求內在的修養，而是將神明視為實現個人利

益的工具。這種從「求道」轉變為「求利」的質變，正是現代民間信仰所面臨的最大困

境。 

在民間廟宇與法壇儀式中，濟公常常被召請為護法、破邪的角色。他手持破扇、飲

酒食肉、衣衫襤褸的形象，被廣泛塑造成「降妖伏魔、救苦救難」的符號。但這樣的呈

現，真的符合佛教正統修行的本意嗎？還是信眾與法師基於靈驗需求，將其符號化、乃

至工具化？即便在當代台灣的宗教場域，濟公往往更是被過度「神棍化」，變成靈媒的

附身角色，甚至是娛樂化的乩壇表演，這些都讓人不得不重新追問：濟公的歷史原貌與

佛法精神，究竟是什麼？ 

若依佛教正信標準衡量，濟公和尚的外在形象本身是「破相」，其飲酒食肉、戲謔

言行，原是為了示現「不執著戒相」之精神，近似《維摩詰經》中的居士行誼。然而，

民間卻往往斷章取義，將「破戒」視為「神通」，將「瘋癲」當作「靈異」，這種誤讀

正是宗教社會中「靈驗崇拜凌駕佛法義理」的典型案例。如同提利希(Tillich)所言，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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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信仰被簡化為達成目的的工具時，人便失去了對存在深度(the dimension of depth)的
覺知；在這樣一種「工具化的世界」裡，神聖不再深邃，而只能被表面的功利取代。濟

公在民間的信仰發展，正顯示了這種「深度喪失」的危機。人們只想從他身上得到救災

解厄、招財進寶，卻忘了其作為佛門弟子的真正慈悲用心。 

成神源流 

史冊無名掩古蹤，一僧狂跡動湖峰。 
佛燈未記真心在，人世偏添異象重。 

根據《淨慈寺志》文獻，濟公俗姓李，名修緣(或稱李心遠或李仁遠)，建炎三年(1130
年)台州人，一說生於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浙江台州天台縣一個仕宦之家，曾出家靈
隱寺，後居淨慈寺；行徑放誕，不守戒律，飲酒食肉；雖為狂僧，卻能救人、示異跡；

圓寂於寧宗嘉定二年(西元 1209年)，葬於虎跑泉。此時正值宋代內憂外患之際：北方女
真金朝(1115–1234)對宋廷虎視眈眈，內部則因黨爭、宦官與士大夫矛盾而日益衰弱。佛
教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逐漸失去國家支持，轉而依附於民間社會。 

南宋的臨安(今浙江杭州)作為行政首都，不僅是政治中心，也是宗教與文化匯流之
地。靈隱寺、淨慈寺等名剎雲集，禪宗臨濟、曹洞二派鼎盛。濟公便是在此佛教氛圍中

成長出來的僧人。據成書於南宋末年或元初的《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濟公為天台

國清寺僧人，後來雲遊至臨安靈隱寺，因行止瘋癲、破戒無常，而得「濟顛」之名。 

有關濟公，因其被視為「破戒僧」，不符清規，《宋史》、《嘉泰普燈錄》、《景

德傳燈錄》及後續禪宗正史典籍，濟公皆未列入禪宗燈錄。但在南宋口耳相傳與地方筆

記記錄已收錄「濟顛」之事蹟，顯示其在世時確有名聲。南宋淳佑七年(1247)前後，天
台上清宮道士於赤城山立「濟公祠」祭祀，算是濟公信仰的開端。 

元代，濟公形象逐漸進入話本、戲曲雛形，開始被視為「活佛」與「濟世異人」。

佛教正史仍無其名，但地方志、民間野錄偶有片段記載。到了明代，《濟顛錄》《濟公

活佛》話本開始出現，並以小說筆法塑造他「破戒顛僧卻救人無數」的形象。不過，明

代佛教正史與方志還是未承認他為高僧。即便如此，明永樂年間(1403~1429)，民眾百姓
仍於永寧濟公李府遺址建「濟佛院」，圍牆上書「濟公遺址、活佛祖庭」八個大字。明

萬曆年間(1573~1620)，天台民眾百姓又於城北沙坑建「永寧庵」，供奉、祭祀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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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濟公全傳》，將他神化為「十八羅漢化身」的「全能奇僧」，濟公信仰擴

散至福建，開始進入宮廟體系，被塑造成「活佛」供奉。相同的待遇，清代佛教志書也

未將濟公納入正規禪宗譜系。 

至於臺灣的濟公信仰，始於清光緒七年(1881)，浙江部隊增兵臺灣，奉濟公為守護
神，隨軍浮海登陸傳入，開始多為私人或家庭奉祀。實際流行則是在西元 1950 年代至
60年代。 

據中研院的臺灣寺廟資料庫資料查詢，在 1895 年前沒有寺廟主祀濟公的，光復前
也還沒有，直至民國 50年主祀濟公的廟宇有 6座，51-100年，有 58座，100-113年，
無主祀濟公的新增廟宇登記在中研院的臺灣寺廟資料庫。但濟公信仰的滲透力則遠超宮

廟的數量。臺灣的理教、天德教、軒轅教(天帝教)以及非常多的宮廟都有奉祀濟公。 

  
靈山寺 (1960年) 高雄市旗山區德義街 14巷 17之 1號 

這種不在佛教正史，純由民間誇飾塑造的產物，正是宗教「神格建構」的過程，正

似宗教現象學大師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指出的，神聖的現身(hierophany)會將平凡轉
化為充滿意義之處，賦予人類文化與現實一個可依據的秩序。當某些人物或行為被賦予

這種「神聖化」的功能，它們往往就被視為可以膜拜的象徵，儘管這可能只是社會心靈

寄託的投射。濟公的形象，就是在這種「神聖投射」下逐步被塑造。又如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所指出，宗教通過「神聖/世俗」的符號劃分，
將某些象徵(如圖騰、儀式)視為凌駕於日常之上的神聖存在，藉以強化社會整合與道德
秩序。而李修緣，顯然是兩者兼具。他的瘋，是社會給的帽子；但他的善，是百姓給的

碑。 

濟公最為人詬病也最具特色的，就是他的「破戒行為」：飲酒、食肉、戲謔世人，

甚至行為瘋癲。若依佛教《四分律》與《梵網經菩薩戒》，這些皆屬嚴重犯戒。但若僅

停留於律典衡量，便無法理解濟公何以被尊為「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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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記載在家菩薩維摩詰，常以「不守戒相」來破除僧眾的法執；同理，

濟公的「瘋癲破戒」或許正是一種「方便法門」，透過戲謔、顛狂來震撼世人，提醒人

們佛法的真義不在外相，而在慈悲與智慧。 

然而，問題在於後世信眾並未理解這層「方便智慧」，反而將「破戒」與「靈異」

直接等號化，於是濟公逐漸被塑造成「異於常人、法力無邊」的妖異角色。這正是宗教

社會中最危險的誤讀。 

正如提利希(Tillich)所批判的：「魔術是對有限力量的操控；而宗教則是人對無限存
在與價值的回應」。當宗教被簡化為滿足需求或操控力量的手段，它便失去了救贖意義，

淪為迷信。」濟公信仰的後續演變，正是佛教義理被消解，而被「靈驗需求」取代的明

顯例證。 

因此，濟公在歷史上有兩種面貌。一者是，佛教史上的奇僧：他挑戰戒律外相，體

現「以慈悲為本」的精神，對南宋佛教衰頹時期是一種活力補充。一者是，民間信仰的

活佛：他被小說與戲曲塑造成「救世怪僧」，並在宮廟、小法壇中被請為神明。從哲學

角度來看，這種雙重性揭示了宗教現象的一大悖論：人們往往崇拜的是「被符號化的聖

人」，而不是聖人真正的精神。 

總的來說，濟公的歷史源流顯示，他確實存在於南宋，並且留下了不可忽視的宗教

影響。然而，他的神格化卻是元明以後民間需求的產物。這種從「破戒禪僧」到「活佛

神明」的轉換，正好成為我們後續批判的起點。 

若從禪宗語境看，濟公這樣的狂禪者並不陌生。寒山、拾得，也曾在瘋語中說法；

布袋和尚，也曾笑著走向無常之境。他們都是「不說正話、卻說真話」的人。或許在歷

史上濟公只是「瘋癲中的智者」，但在民間卻被轉化為「靈異的符號」。這一差距，正

是我們需要拆解的宗教亂象。 

正史無聲空典籍，街談巷語久傳奇。 
千秋誰解癲顛意？笑裡原藏破幻機。 

信仰道化 

符水香壇急急呼，瘋僧誤入眾巫圖。 
真經本是清涼意，卻被凡人作術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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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素描裡，南宋時期的濟公，原本只是一位腳踏草鞋、嘴角帶笑「行止瘋癲

的禪僧」。但到了元、明兩代，他逐漸被視為「十八羅漢下凡」，進而被納入民間祭祀。

《濟公全傳》寫他「赤腳穿街市，破扇趕妖魔；千門萬戶皆知名，笑裡藏慈悲」。在這

本明代話本小說裡，濟公不再只是出家人，而是戲劇性的神祇，是一位神魔混雜的超自

然英雄。他能變身通靈，能預知禍福；他戲弄貪官、惡霸、奸僧，是百姓心中對抗不公

義的「亂世佛」。這是一個從「佛教人物」到「民間神祇」的轉換過程。 

在此過程中，濟公的形象受到道教與民間法師的重新塑造。許多宮廟與法壇開始將

他視為「瘋顛活佛」的同時，也安排他在壇儀中擔任「伏魔降妖」的角色。於是，他的

佛教禪僧本質逐漸被掩蓋，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帶有道教驅邪色彩的「護法神明」。

這樣的神話形象，非但未隨時代遠去，反而在近代透過電視劇、電影、漫畫、偶像化神

明文創，再度走入每一代人眼中。從《濟公傳》到周星馳的《濟公》，他一邊放火吃酒，

一邊替人除妖療疾，彷彿永遠醉著、笑著，卻也永遠在憐憫人間。 

這種誇飾恰是宗教「神格建構」的過程。正如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言，當神聖
通過某物顯現時(hierophany)，它會把平凡場景轉變為具意義的聖域，進而成為心靈的寄
託符號。就這樣，濟公原本的「破戒慈悲」精神，被替換成「靈驗降妖」的符號，宗教

哲學的深意，被民間功利化需求所取代。濟公信仰若不理解這層結構改變，只剩外在形

式儀式，便易淪為僅供膜拜的象徵。 

台灣、福建等地的「小法」傳統中，濟公常被請為「壇將」或「護壇神明」。法師

在科儀時會設置香案，口念請神咒，將濟公降臨於壇場。常見的請神咒如： 

「拜請 

南屏活佛濟公師，十八羅漢吾為首；降龍尊者受天命，降落人間救眾生； 

左手捧來葫蘆酒，右手掌扇樂逍遙；頭戴扁佛彌陀帽，口中亂語變真言； 

腳穿破鞋遊天下，瘋瘋顛顛傳佛法；靈隱寺中真顯現，西湖眾生齊朝拜； 

雲遊四海傳法界，妖精鬼怪盡驚亡；唯見世間多災難，救渡世間諸眾生； 

若有男女災禍到，焚香拜請到壇前；弟子一心專拜請，濟公活佛降臨來。 

神兵火急如律令！」 

這類咒語，不僅強調濟公與「十八羅漢」的聯繫，也突顯他「救世」與「伏妖」的

功能。法師會在科儀中模擬濟公的形象：手持破扇、腳踏草鞋、口誦瘋癲之語。此咒文

呈現了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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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身份定位：濟公既是「活佛」又是「羅漢」，兼具佛、道、仙三重特質。 

l 法相具體：葫蘆、蒲扇、破鞋，皆是濟公的典型象徵物。 

l 宗教詮釋：其「瘋癲」行徑被詮釋為「亂語即真言」，顯示信眾將其視為超凡語
境。 

l 功能：除救災解厄，也廣泛用於治病驅邪。 

l 科儀結語：以「神兵火急如律令」收尾，反映與道教小法同源的結構。 

濟公小法的科儀結構，大體遵循道教小法壇的步驟，顯示濟公已完全融入小法壇的

多神體系之中： 

l 淨壇：焚香、誦經，清淨壇場。 

l 安神位：設立濟公畫像或神位，置酒缶、蒲扇、破鞋為信物。 

l 拜請咒文：透過特定咒語邀請濟公降臨。 

l 降駕顯靈：扶乩或乩身常模仿濟公醉態顛行，手持酒葫蘆或蒲扇。 

l 施法：視情況進行治病、祈福、驅邪等。 

l 送神：以香火、酒水恭送濟公歸位。 

在小法科儀裡，濟公往往以「瘋癲化」的儀式語言作為靈驗象徵。法師請降後，模

仿濟公「酒氣滿身、口吐狂言」的形象，甚至以不規則的舞步來表現「神蹟顯現」。 

然而，這正是宗教亂象的根源。因為佛教本來的「戒律精神」被徹底掏空，留下的

只是「符號化的瘋癲」。當民眾在壇前焚香祈求時，他們期待的不是佛法智慧，而是「神

蹟立現、災厄消除」。 

正如韋伯(Max Weber)所指出的，巫術與宗教並非同質；巫術依賴對有限力量的操
控，而宗教則本應引領人面對無限的存在。在現代社會中，宗教若失去其救贖與智慧深

度，而被簡化成求靈驗、求保護的表面儀式，它便偏離了其原始的功能，淪為巫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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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工具。濟公在小法儀式中的「靈驗祈福」正是一種巫術色彩濃厚的宗教實踐，其崇

拜形式已偏離佛教理性與智慧的本義，淪為對靈驗工具的需求與迷信依託。 

濟公信仰的道教化，帶來兩重後果。一方面，他被納入宮廟體系，得以廣泛流傳，

信眾得以依靠他的「靈驗」獲得安慰。另一方面，他的佛教核心被抹去，成為另一位「驅

邪伏魔」的神將而已。 

這種演變映照出宗教哲學的核心問題：當一個宗教人物被重新解釋時，到底是「深

化」了信仰，還是「消解」了信仰？濟公顯然是後者。他原本象徵的「慈悲超越形式」

之精神，被民間誤解成「破戒即靈驗」。這種錯置，正是我們所要嚴厲批判的。 

濟公在小法壇中成為「請神咒」裡的一尊護法，這個被誤解的和尚的事實本身就令

人感慨。他的佛法智慧，被遮蔽在瘋癲形象之下；他的慈悲精神，被替換成符籙與咒語

的靈驗效果。 

濟公本是挑戰僵化佛教戒律的叛逆者，卻被後世神棍與信眾塑造成另一個「神明木

偶」。這種「亂解與誤解」，正是宗教墮落為庸俗化、工具化的警訊。正如提利希(Tillich)
提醒我們的：「宗教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外在的懷疑，而是內部將神聖變成世俗權力

的工具。」濟公的信仰轉化，便是這句話的鮮活注腳。 

狂僧本願濟群迷，莫將癲笑作妖祈。 
若解癲狂真佛意，無香無火亦相知。 

民俗採實 

香火千門拜顛僧，世人只求保安生。 
忘卻禪心真智慧，誤將符醮作長繩。 

濟公在世時(南宋孝宗至寧宗年間，約西元 1130–1209)。濟公圓寂後，他的行跡多為
地方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材，被民間尊為「活佛」「顛僧」，其靈異事蹟在南宋就已

流傳。《宋史》雖未載其事，但地方志如《西湖遊覽志》已有相關片段。到了元明之際，

隨著印刷與說唱文學的發展，他的故事逐漸進入話本與評話，隨著《濟公全傳》《濟顛

遊記》等章回小說以及後來的戲曲《活佛濟公》廣為流布，濟公信仰更加民間化，形成

「廟堂與市井雙重並行」的格局，成為民間娛樂的重要素材。這些作品並非單純的史料，

而是帶著強烈的娛樂性與教化意圖，把濟公塑造成一位「顛狂卻靈驗」的活佛。他一邊

大口喝酒、一邊濟世救人，似乎越不守戒律，越能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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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塑造已經背離了佛教的根本精神。它不再關注濟公在禪學中的反思，而

是將濟公的形象逐漸從「破戒中見慈悲」的佛學反思，淪為「荒唐即靈驗」的戲劇效果。

這不是佛法的勝義，而是一種世俗化的娛樂投射。提利希(Paul Tillich)雖未明言「宗教被
娛樂化就喪失嚴肅性」，但他在論述「終極關懷」時指出：宗教若被簡化為滿足焦慮與

日常需求的表演，就會遮蔽神聖的深度，使人錯失與終極意義的相遇。這正好可以用來

理解濟公信仰的變質：當民間過度追求「靈驗」的表演性，就逐漸消解了其本真的宗教

內涵。另一方面，從社會學者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進程》的角度來看，文明
是透過行為自制與秩序感的積累而發展。然而濟公被世俗化之後的形象，卻成了一種「反

文明化」的出口。庶民將壓抑的焦慮與無力感投射到「顛僧」的荒唐舉止上，尋求短暫

的情緒解放。這當然不是埃利亞斯原意，但若以其理論延伸，可以理解這是一種「逆文

明的投射」，一種群體透過娛樂化的宗教，把一位本應啟發智慧的高僧降格為笑料與靈

符的供應者。 

明清戲曲把濟公搬上舞台，他常常手持破扇、身披破僧衣，形象荒誕卻靈驗。觀眾

喜歡看他戲弄惡霸、懲治奸邪，這固然體現了庶民的正義想像，但同時也將佛法的超越

性縮減為「報應劇場」。在這些劇本裡，濟公常以「瘋癲亂語」帶來妙計，似乎佛法不

再需要修持，而只要「瘋」就能接近真理。這種誤解，無異於把佛教的深層智慧庸俗化，

將濟公降格為「笑料神」。 

雖然宗教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並未明說「宗教若成娛樂即可失去終極關懷」 ，
但他的理論指出，當宗教被簡化為提供心理慰藉、安撫焦慮的工具時，它就失去了賦予

秩序與意味的崇高功能。這與伯格在《神聖天幕》(The Sacred Canopy)提出的宗教作為
「賦予世界秩序與正當性」的核心角色互相印證。這樣的觀點放在濟公的戲曲形象上，

似乎也算貼切。 

《濟公全傳》(清道光年間)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俗文學作品之一。小說中將濟公描繪
為「十八羅漢下凡」，法力無邊，能呼風喚雨、降妖伏魔，並時常出手濟世救人。為了

增添戲劇張力，小說甚至將濟公安插進不屬於他的歷史時空，安排他與南宋奸臣秦檜對

抗、與妖魔鬥法，甚至與觀音菩薩相互呼應，塑造成近乎『全能救世』的奇僧形象。。

這種跨時空、佛道混搭的寫法，不僅符合清代章回小說的文學慣例，也反映了庶民社會

對「異能聖僧」的想像與寄託 

這種寫法滿足了信眾的想像需求，卻嚴重扭曲了歷史。濟公被「神話化」得面目全

非，佛教的修行精神蕩然無存，剩下的是奇幻傳說。這種現象正如韋伯(Max Weber)所說，
是「宗教魅化」的典型案例。原本破戒的濟公，因為小說的魅化，竟成為「破戒即靈驗」

的教條，這無疑是宗教的自我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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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世紀，影劇作品《濟公》、《活佛濟公》更是將濟公推向全民偶像。電視

劇中，他常以戲謔、荒唐、甚至帶點嬉笑的姿態出現，成為娛樂符號。 

在這裡，我們看到宗教徹底的庸俗化。濟公不再是探討「佛法與戒律」的精神符號，

而是「降妖伏魔＋搞笑娛樂」的雙重角色。這樣的文化輸出，讓數以萬計的觀眾誤以為

佛教就是「鬧劇化的靈驗」，是對佛法極大的污名化。 

這正印證了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神聖與世俗》的洞見：當神聖象徵被剝離其
超越向度，只剩下世俗化的功用時，它便失去了「使凡俗世界成為聖域」的力量。濟公

的電視化與商業化形象，正是這種神聖被消費化的歷史縮影，本應指向慈悲與解脫的符

號，卻淪為庶民文化轉換為笑料與娛樂的商品。 

從口傳故事到戲曲小說，再到影視偶像，濟公的形象一次次被「再造」。每一次再

造，都讓他離開佛法的本意更遠。他的「瘋癲」原本是一種對世俗虛妄的挑戰，但被庸

俗化之後，卻變成「瘋癲＝靈驗＝娛樂」。 

這是一場徹底的誤解。百姓在掌聲與笑聲中，或許感到被庇佑，卻不曾理解佛教的

核心精神。於是，濟公被困在戲台與小說裡，成了一個符號化的木偶。這讓人想起宗教

哲學家奧托(Rudolf Otto)在《聖者的觀念》中所揭示的：「神聖經驗總帶有『震懾與吸引』
的雙重性。」這意味著神聖本質上具有嚴峻與崇高的深度，而非單純的娛樂或心理慰藉。

濟公的命運，正是失去了這份「嚴峻的神聖」。 

華堂鼎沸煙火盛，無相清風自本真。 
癲笑原非為戲世，明月長空渡迷人。 

世俗亂象 

符籙喧嘩亂佛門，神棍假借作妖魂。 
顛僧本願悲人世，卻被俗徒換笑言。 

濟公在《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中，呈現的是一個「破戒而不失悟」的修行者。

他以狂狷之姿，指出世人對形式的執著，提醒眾生佛法的自在與清醒。然而在民間，他

卻被徹底歪曲：濟公不再是「狂禪之士」，而是被降格為乩童附體的靈媒。這是一種宗

教淪落：佛法不再是解脫的法門，而是被利用來解決小小的世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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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地說，正如韋伯(Max Weber)在宗教社會學的論述中強調的，當宗教失去其超
越性、倫理性與理性化過程時，它往往會重新退化為一種「巫術」(Zauberei)。濟公的佛
法，在台灣與中國的民間信仰中，正顯示出這種「巫術化」的傾向。 

濟公之所以成為符水神像，是因為他被社會心理「投射」成庶民的保護者。人們在

現實中得不到公平，於是寄望「顛和尚」敢替他們討公道。於是，濟公就這麼被庶民需

求合理的「綁架」了。 

正如宗教社會學家伯格(Peter L. Berger)在《神聖的帷幕》中指出，宗教往往是一種
「社會建構」的意義秩序，用來合法化人類的存在。當這種建構失去其超越性時，宗教

便可能淪為一種文化幻影，只剩下心理安慰的功能。濟公信仰在民間的再製，正是這樣

的例子，濟公了不起算是位被庶民塑造成安慰代言人，而非佛法深度的導引。 

我們看到濟公廟前香火鼎盛，但求的卻是：生意興隆、考試過關、官司化解、身康

體健、感情融洽、家庭和樂、子孫平安等等。這些「願望」都無可厚非，但佛教的根本

是「出世解脫」，不是「世俗加持」。濟公逐漸被塑造成一尊「全能服務神」，人們將

信仰簡化為無所不包的「許願池宗教」。這種墮落，正如馬克思(Karl Marx)在《宗教的批
判》中所提醒的，宗教常成為「被壓迫者的嘆息、無情世界的心靈，以及人民的鴉片」。

然而，在濟公信仰的變形裡，它甚至更退化為廉價的鎮靜劑，一種幫助人們逃避現實責

任，把「因果」外包給一尊「活佛」的形式。佛法原本的自覺與解脫精神，就此被消解

殆盡。 

如果用嚴肅地用宗教哲學的多角度深度批判，至少可以有下面幾個不同的觀點： 

從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宗教投射」理論來看，宗教其實是人類將自身的
愛、理性與意志等本質異化之後，再投射到神性形象上的產物。神，不過是人類自我本

質的倒影。濟公信仰中的「破戒酒僧」形象，正是這種投射的典型案例。信眾將自己內

心「既渴望超凡靈驗，又無力守戒修行」的矛盾心理，投射到濟公身上。於是，他不再

是佛門的修持者，而被塑造成「破戒卻更靈驗」的慰藉符號。這其實是人性的欲望借神

聖外衣所做的自我安撫。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強調，宗教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表徵」，它並非單純個人心
靈的投射，而是反映社會自身的價值與權威。換言之，宗教是一種社會事實，能夠凝聚

群體。然而，當社會本身處於焦慮、失衡或病態時，宗教也會呈現出同樣的病態倒影。

今日濟公信仰的混亂，正是這一現象的縮影：信徒對「瘋佛」形象與酒供、乩身等儀式

的依附，不僅是宗教虔誠的展現，更是一種社會焦慮的集體補償機制。這種補償雖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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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提供了凝聚與慰藉，但若偏離道德教化的核心，最終只會墮落為娛樂化的慰安，

而失去了宗教應有的神聖力量與社會整合功能。 

奧托(Rudolf Otto)在《Das Heilige》(神聖)中闡明，神聖的核心在於「震懾與崇高」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一種令人戰慄卻又著迷的經驗，使人心靈同時感到
渺小、震懾與被召喚。然而，今日的濟公信仰卻被徹底扭曲，淪為「靈驗與實用」的代

名詞。信徒追求的是符咒是否有效、神蹟是否立現，卻忘卻了宗教應有的崇高與嚴峻。

這種庸俗化的轉向，不僅削弱了信仰的深度，更是對神聖的一種侮辱。當「神聖」被壓

縮為「功效」，它失去了奧托所說的那份「令人顫慄的莊嚴性」，只剩下市井庶民的交

易心態。濟公的佛法，本應啟迪人心，如今卻被庸俗實用的框架所囚禁，成為靈驗的工

具與庸俗的商品。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論述神聖顯現(hierophany)時指出，凡俗世界會因宗教儀
式而轉化為聖域，這是宗教經驗的根本特徵。然而，當這種顯現被過度形式化、符號化

時，它可能逐漸失去原初的超越張力，淪為僅剩外殼的象徵。我們在濟公信仰的符咒、

乩童、神像崇拜中，便看見了這樣的「空殼化神聖」。濟公信仰仍以庶民文化、娛樂性

與地方性被重塑為一種「世俗中的神聖」，卻往往遮蔽了佛教修行的深層精神。這提醒

我們必須追問，這樣的神化儀式，究竟還承載了些什麼佛法大意？還是只是一種情緒宣

洩與世俗補償？ 

從泰勒(Charles Taylor)對世俗化論的批判角度來看，他在《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
指出，現代並非單純的「去宗教化」，而是一個「多重宗教形態共存」與「精神資源再

尋」的時代。這個觀點可以用來理解濟公信仰，說明它並不是佛教傳統義理的徹底消失，

而是透過庶民化、娛樂化與地方性實踐，轉化為一種新的宗教需求與精神寄託。這種「再

宗教化」的現象，正反映出人們在世俗化社會裡，依然渴望透過神聖象徵來回應不安與

焦慮。 

濟公曾用瘋癲之身諷刺權貴，用破戒之行點醒世人。但他的真意，是「破戒而不破

法」，「顛狂卻不顛倒」。而今，他卻被世人塑造成一個「符咒法師」、一個「乩童偶

像」、一個「庶民提款機」。這不僅是對濟公的侮辱，更是對佛法的曲解。 

真正該哭泣的，不只是濟公，而是佛法本身。它在這種宗教亂象中，逐漸被遮蔽、

被遺忘，只剩下「靈驗的外殼」在世間招搖。 

俗眼但求靈驗在，狂名反掩佛心真。 
若還了悟顛狂意，煙火無香亦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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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道濟 

癲狂背後是慈悲，亂語猶藏正法機。 
哲士借觀宗教象，破戒方顯佛心奇。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神聖與世俗》中指出，神聖的顯現(hierophany)能賦予世
界秩序與意義，使平凡的空間轉化為聖域。濟公本是佛門僧人，他以「顛狂」的方式提

醒世人，佛法不在於規範表相，而在於破除我執與解脫煩惱，這原是神聖顯現的典範。 

然而，在後世民間，這層「超越的顯現」逐漸被庸俗化，濟公從「破戒悟道的禪僧」

被重塑為「符咒法師、乩童靈媒」。他的神聖性不再指向超越，而是被壓縮為「靈驗、

解厄」的功利外殼。這正是伊利亞德所警告的危機：當神聖被世俗需求馴化，它便失去

其超越性，只剩下庸俗實用的陰影。 

濟公於是被困在掌聲與符咒裡，成了一個「神聖的空殼」。佛法沉默，只餘符咒；

神聖失語，只餘喧囂。 

奧托(Rudolf Otto)在《聖奧之概念》中指出，真正的宗教經驗帶有「震懾與崇高」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 (一個令人恐懼又令人著迷的謎團)，那是一種既令人
顫慄又令人嚮往的臨在感。濟公原本承載的正是這種張力：世人驚異於他瘋癲外表下的

智慧，也被他的慈悲與勇敢所吸引。這是佛法「破相」智慧的體現，是一種能喚醒人心

的神聖經驗。 

然而，當今的濟公信仰卻大幅傾斜於「靈驗」與「實用」：信徒求符水、問賭運、

解官司，卻再也感受不到那份「震懾與崇高」。濟公的震懾消失了，佛法的崇高沉默了，

只剩市井間的交易與功利。這不只是宗教的墮落，更是神聖在庸俗市場中被消解的歷史

悲劇。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宗教的核心在於「集體
意識的投射」。所謂神聖，其實是群體將自身的力量、規範與情感外化為象徵。從這個

角度來看，濟公的形象正是庶民社會的集體投射。人們把對抗權貴的渴望、扶助弱小的

期待，寄託在這位「顛和尚」身上。他的破戒與瘋狂，不再只是個人的特質，而是庶民

對抗不公與追求靈驗的集體想像。濟公因此成為一面鏡子，映照的並非佛法本身，而是

庶民社會的集體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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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社會焦慮、功利化與庸俗化不斷累積，濟公也隨之被「再造」為一個「萬

能符水神」，他所反映的不再是佛法的深度，而是群體焦慮與庸俗欲望的總和。換言之，

今日的濟公信仰，是一面鏡子，映照的不是佛法，而是社會的病象。 

韋伯(Max Weber)在提出「祛魅化」理論時，揭示了現代社會隨著理性化與制度化的
發展，神聖性逐漸退場，世界變得透明而可計算。然而，濟公信仰卻呈現出一種與此相

反的現象：它不是「祛魅」，而是一種「再魅化」。但這種再魅化並非重啟超越的宗教

經驗，而是低階的庸俗化操作。 

在這裡，濟公並不是被再度體認為佛法智慧的化身，而是被包裝為「靈驗的護佑者」

與「庶民的許願神」。這種再魅化，實際上是宗教失落後的替代物，它沒有恢復神聖的

震懾，反而以符咒、庇佑、靈驗的敘事，為世俗需求提供一種廉價的神話。它是宗教「被

再魅化」的幻影，不是超越的回歸，而是庸俗的墮落。 

這一切讓人心痛。 

濟公本是「破戒而不破法」的高僧，他的狂態，是為了拆穿人們的假面；他的顛癲，

是為了守護佛法的真心。可是，今日的信仰卻將他降格為符水神棍、庶民提款機。 

真正應該哭泣的，不只是濟公，而是佛法本身。它在「靈驗文化」中被遮蔽、被誤

解、被庸俗化。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對群眾的批判，正好提醒了我們，大眾往往無法

承受聖者的深度，而是將其拉低為滿足欲望的偶像。濟公的命運，正是如此。他本來是

「破戒中見佛法」的提醒，如今卻被消費成「靈驗符號」，失去了超越性的尊嚴。 

再說一次，濟公的命運，不正是如此嗎？ 

濟公的真義，在於「以癲狂破執著，以破戒顯真戒」。然而，庶民社會卻選擇了一

個「方便的濟公」，一個能替他們解厄、求財的神明。這種選擇，正是宗教庸俗化的鐵

證。 

佛法在沉默，濟公在哭泣，而人們卻以為他在笑。 

聖凡交錯真情現，火裡蓮開佛意深。 
若識癲狂非戲妄，方知法鼓久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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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變遷 

佛僧本是一清流，俗世卻將作戲謀。 
從禪至巫愈紛亂，真義迷失俗念收。 

在中國南宋以降，濟公原本是以「破戒和尚」的姿態流傳，透過詩偈、語錄與地方

傳說，呈現一種超越規範的佛教智慧。然而，當濟公信仰被帶入明清社會，並在清末民

初以「戲曲、評書、章回小說」廣泛傳播後，他逐漸被重塑為一種「通俗娛樂」的象徵。 

進入近現代，尤其在台灣，濟公更被改造成「符水、乩壇」中的靈驗神祇。他的信

仰表面上是「轉型」，但本質上卻是一種「庸俗化的墮落」，一個佛教僧侶被去佛法化，

反而被套上民間法教的外衣。 

濟公本來的形象，是「以顛狂破假相」的智慧僧人。但庶民社會需要的，並非宗教

思辨，而是能立即回應生活困境的神明。於是，濟公被「再造」為一位能喝符水、能收

妖捉怪、能庇佑賭運的符神。 

這種轉型，看似一種「在地化」，但本質卻是對佛法精神的背叛。正如尼采(Nietzsche)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批判群眾的偶像崇拜，指出當聖者被塑造成偶像時，其真

正的精神反而被掩蓋。濟公的命運正是如此，他被庶民神格化為「便利的偶像」，而佛

法的深意卻因此被遮蔽。 

從宗教哲學的批判視角再來看，宗教哲學家們的理論提供了這樣的理解角度： 

l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神聖與世俗》中指出，神聖的顯現能使人超越凡俗、
進入秩序與意義。但在濟公信仰裡，這種神聖性卻被庸俗化。信徒召喚他下凡，

求的不是解脫，而是財運、婚姻、疾病。神聖在此被轉化為「世俗焦慮的解方」。 

l 奧托(Rudolf O]o)在《聖奧之概念》中強調，真正的宗教經驗包含「震懾與吸引」
的雙重性。但在今日的濟公信仰裡，因為他靈驗、親民、隨和，「吸引」也就被

過度強調；然而那份帶人走向超越的「震懾」卻消失了。宗教因此喪失了通往

超越的入口。 

l 韋伯(Max Weber)在討論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過程時，提出了「祛魅化」理論。然
而，濟公信仰並非單純祛魅，而是出現了某種「再魅化」現象，特別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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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符咒、乩壇，人們重新將濟公包裹上靈異的外衣。但這種再魅化不是超

越性的回歸，而是一種庸俗化的「宗教商品化」。 

看著濟公的形象從「破戒中見真佛」到「符水化身的庸俗神棍」，我們不得不痛心。

這不只是濟公被誤解，而是佛法被出賣。 

真正的佛法，在於解脫，在於智慧，在於慈悲。但庶民卻選擇一個「庸俗化的濟公」，

因為那樣可以立刻解決焦慮、消除恐懼。這種「世俗的選擇」，其實是對佛法最大的背

叛。濟公不該是庶民的提款機，而應是佛法的提醒者。當他被拖進符水與亂壇的煙霧裡，

我們應該問：人們真正需要的是佛法，還是符水？ 

濟公信仰的「轉型」，其實是一種「庸俗化的墮落」。從狂僧到符神，他的命運折

射的是宗教在庶民社會的被濫用。這不僅是對濟公的誤解，也是對佛教的扭曲。 

宗教哲學告訴我們：當神聖被庸俗化，當崇高被瓦解，剩下的只有庸俗的「靈驗交

易」。濟公不是符水的化身，而是佛法的見證；不是庸俗的乩壇神棍，而是佛教智慧的

狂僧。若我們忘了這一點，真正沉淪的不是濟公，而是我們自己。 

轉型亂裡失真光，狂僧佛意被塵藏。 
若知癲狂非戲妄，笑裡猶聞佛法香。 

破戒之信 

破戒何曾離佛心，狂行偏顯智慧深。 
笑看世俗求靈驗，不知顛語是禪音。 

道濟和尚、濟公、李修緣、靈隱寺僧侶。他之所以成為後世傳說的中心，並不是因

為他喝酒、吃肉、穿破鞋，而是因為他在「破戒」的行為中，揭示佛法的超越，一種不

執著於戒律的外相，而是直指人心，顯見佛性。 

然而，歷史與民間卻選擇了錯誤的方向。把他的顛狂視為神異，把他的破戒視為靈

驗，卻忘記了濟公信仰的真正的宗旨是「以非常之舉，示人不二法門」。濟公不是符水

的來源，不是亂壇的戲偶，他本是佛法的狂僧，是對世俗虛偽的抗議。 

當濟公被塑造成「符神」、「財神」、「戲曲明星」時，我們看到的不是宗教的深

化，而是宗教的庸俗化。信徒要的不是佛法的解脫，而是財運、姻緣與庇佑。這種對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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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消費化」，正如韋伯所言，是「魅化的低階再生產」，是宗教的超越性被削去，

只留下實用性的殘影。 

今日的濟公，已被轉化為一種「宗教商品」。宮廟、乩壇與媒體將他的形象用作吸

引香火的手段。他不再是佛法反思的狂僧，而是被馴化為庶民功利的代言人。這不僅是

對佛教精神的背叛，更是對道濟和尚本人的羞辱。 

從宗教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奧托(Rudolf Otto)在《聖奧之概念》中指出，真正的神聖
經驗必須同時包含「震懾」與「吸引」。然而，在當代的濟公信仰裡，「吸引」被過度

放大成符水、藥籤、靈驗故事，而「震懾」的成分，能使人反思自身、感受超越的部分，

卻幾乎消失。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則在《神聖與世俗》中強調，神聖的顯現應當超越
凡俗、賦予世界秩序與意義。但濟公如今卻被困在日常功利之中：他不再引領人超脫，

而是被庸俗的香火與祈願遮蔽佛性。若以尼采(Nietzsche)的偶像批判來詮釋，則情況更
為諷刺。尼采認為，一旦聖者被塑造成偶像，其精神便隨之死亡。濟公原本的狂歌與顛

行，本是要摧毀偶像、打破形式，喚醒人心；如今他卻被定格為廟堂中的偶像，被人頂

禮膜拜，卻無人再聽見他真正的狂笑。 

濟公真正的意義，不在於他「能不能賜福」，而在於他「敢不敢打破」。他打破的

是腐朽的戒相，打破的是偽善的僧格，打破的是世俗對宗教的操弄。今日若要重建濟公

信仰，必須回到佛教的根本：不以符水為解脫，不以靈驗為信仰，而是以智慧為佛法的

體現。否則，濟公的形象只會繼續被「神棍」消費，被庶民誤用，成為佛教最大的悲哀。 

濟公不是娛樂的符號，不是符水的容器，也不是庸俗的庇佑者。他是一個「狂僧」，

一個「揭穿世俗假相的智者」。如果，今日我們仍然讓濟公淪為煙霧中的偶像，那麼真

正墮落的不是他，而是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乩壇、更多的符水，而是更多能聽懂他「顛狂之語」的心

靈。濟公的狂笑中，有佛法最深的悲憫。當人們只取其笑，而棄其悲，那才是真正的失

落。 

宗教若僅剩「靈驗」，它便失去了奧托所說的「震懾」； 
當神聖被庸俗化，它便背離了伊利亞德強調的「超越秩序」； 
濟公被重新魅化，卻不是韋伯式的深化，而是墮落的再魅化； 

尼采所警告的「偶像崇拜乃聖者之死」，如今正應驗在這尊「笑僧」身上。 
 

若有人問：癲僧為何哭？ 
哭的不是醉裡顛狂，也不是破鞋殘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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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佛法被煙火遮掩，清風被香火壅塞，狂笑裡無人聽見心的呼喚。 
 

若有人願靜靜傾聽，笑聲未散，仍有佛心在裡回響。 
 

火裡蓮開照世迷，狂僧一笑破禪機。 
符壇若散初心淨，偶像空添世網欺。 
醉步雖狂悲願在，顛歌未盡佛心齊。 
長宵若有人傾聽，笑裡猶聞度世詩。 


